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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交涉的現代展開與人間佛教思潮 
─以太虛大師對現代新儒家的回應為中心 

陳永革 ∗ 

《摘  要》 

 

人間佛教作為 20 世紀中國文化的一種思潮現象，與新儒家思潮

之間的思想淵源，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20 世紀初儒佛關係的

展開形態，除佛教契機弘化的調適轉型之外，還與儒家思想闡釋的

「現代性」之間存在著密切的思想史關聯。馬一浮（1883－1967）、

熊十力（1885-1968）、梁漱溟（1893-1988）等人在 20 世紀上半葉對

佛法的不同取向，都使正處於轉型中的佛僧作出相應回應，並從中

表現出有別於傳統儒家「學佛以知儒」與「學儒以知佛」的思想形

態，客觀上刺激了佛教弘化從傳統「山林佛教」到人間佛教的轉向，

使之更致力於制度層面與日常生活層面的落實。至於人間佛教思潮

對現代新儒家們的思想影響，則體現為把「宗教性」全權納歸於佛

教。而人間佛教思潮巨擘太虛法師對此所作的具體回應，則更值得

進一步的檢討。本文即以太虛人間佛教思想的形成為切入點，來觀

照現代儒佛關係的展開內容及其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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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nd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Human Realm Buddhism 
-Focusing on the venerable Tashi’s response to the  

modern Confucianism 

Chen YongGe∗   

ABSTRACT 

As a phenomenon of ideological trend i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origi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Realm Buddhism 

and modern Confucianism is an issue worthy of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of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was being established. Buddhism adapted itself and transformed its ways 

in preaching at the best moment as well as in promoting the religion.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onfucians’ way of interpreting “modern” in the 

history of ide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Ma Yi-fu ( 1883- 1967), Syong 

Shih-li  (  1885-1968), Liang Shu-ming ( 1893-1988) had different views 

about Buddha dharma, which drew corresponding responses from 

monks who were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From such responses, the 

monks showed their ideology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s’ “Learning Buddhism so as to know 

Confucianism” and “Learning Confucianism so as to know Buddhism.” 

Objectively the preaching and promoting of Buddhism was stimulated 

to transform Buddhism from traditional “mountain-forest Buddhism” to 

“Human Realm Buddhism” and more effort  was made in the realization 

of Buddhism not only in the aspect of its system but also in the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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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ily life.  

As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y of Human Realm Buddhism to 

the thoughts of the modern Confucianism, it  is explicitly shown by 

their having ‘religious’ be all included in Buddhism. And the concrete 

response of the venerable Tashi to the ideological trend like this is 

worthy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reflected on. This text focuses on 

the shaping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Venerable Tashi,  taking a 

close look at the cont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r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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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梁漱溟「感性化」佛學取向及其儒佛關係論  

梁漱溟在中學時代，即開始崇信佛教，原由是苦惱於杜會與人

生、理想與現實間二難抉擇。中學畢業後，投身京津同盟會，奔走

革命。目睹時局變亂及種種鬧劇，引發其對於人生無常而生厭憎之

感，竟至有兩度意欲自殺。由走出醉心社會政治變革的苦悶，到轉

向發心探求佛典，思索人生「如何將慰解而後即安」，並形諸文字，

這就是 1916 年在《東方雜誌》所刊發的〈究元決疑論〉一文。 

梁漱溟所謂「究元」，即是揭示佛法所認信的諸法無性論和諸行

無常論，諸法無性即是現象實存無自性可言，一切現實存在或整個

現實世界皆由因緣和合而生，並無可以決定其自身的獨立的自體、

自性。所謂決疑，即以究無所得佛法之真諦解答人生社會諸現象。

就此而言，〈究元決疑論〉乃是梁漱溟基於厭世、出世思想的人生觀

表達。梁漱溟本人對撰著此文的寫作動機曾反省說：「此篇文字系一

出世主義之哲學，⋯⋯原其所以然，蓋由三層原故：一、感情真摯

易多萬事感傷感觸，佛家所謂煩惱重。二、事功派的誇大心理易反

動而趨消極。三、用思想太過，不知自休，以致神經衰落而神經過

敏。」
1其實，這三層撰著「原故」，大致可歸屬於感性過濃。基於這

份過濃的感性人生去探求生命真諦，必然歸趣於認信人生之苦無

常，苦惡即為人之生存本性。「無論何人其苦樂都是平等的，都是苦

多於樂。而人類進步，都是日進於苦，要沒有苦，須得沒有感覺和

欲念。」正是其於對世間悲苦、人生無常的感性體認，使當時的梁

漱溟義無反顧地歸心佛家的大解脫主義、出世主義、無生主義。解

脫、出世、無生，皆可歸於佛陀時代根本佛教的本寂觀念，成為當

時梁漱溟理解佛法的本義，並成為他評判佛法的基本觀照。 

早在 1916 年撰就〈究元決疑論〉之前，梁漱溟一直在撰寫所謂

的「新發心論」。「新發心」本為佛教名詞，又稱新發意、發心、發

                                                        
1 梁漱溟：《自述》，《梁漱溟全集》第 2 卷，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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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初心、初發意等，原指發菩提心之謂，指學佛者發願求生無上

菩提心。無論「發心」也好，還是「究元決疑」，其實都梁漱溟本人

對世間諸疑惑苦惱（尤以感性人生為對象）進行佛教化解讀的嘗試。

這種解讀基調，在相當大的意義上決定了梁漱溟進入佛法的感性取

向。 

應當指出的是，早年梁漱溟基於根本佛教立場而解讀個己對佛

法的理解，並不為世人所認同。此時的熊十力曾就此持批評態度。

民國初年，熊十力在《庸言》上發表文章，認為佛道了盡空無，使

人流蕩失守，末能解縛，先自逾閑，其害不可勝言。 

梁漱溟因發表〈究元決疑論〉，得到蔡元培的讚賞，並因此聘

任為北京大學哲學系講席，授印度佛教哲學諸課。1918 年，其父梁

濟先生自沉淨業湖，引動社會輿論嘩然，予梁漱溟極大刺激與痛苦。

「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數世間治理，則矜尚

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禮之化顧不知留意。」2為此，他抱

愧不已。這個時期，「既甚不合世間生活正軌，又甚不合出世生活正

軌。」直至讀到《明儒學案·東崖語錄》「百慮交錯，血氣靡寧」句，

才「決然放棄出家之念」。此後的梁漱溟全身心地放在他的《東西文

化及其哲學》一書的構思與寫作上。往日基於佛法體認而富有感性

色彩的人生解脫及文化建設，轉向擁贊儒門孔學。認為中國佛教之

復興有悖於世界文化發展大潮流，應讓儒學大行其道。此時的梁漱

溟對於印度文化、佛教在中國的現實作用，始持理性化的反對態度。

他「反對佛教的倡導，並反對佛教的改造」，他不認同於太虛法師的

「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以及梁啟超所主張的應用佛教、平民

佛教等主張。認為此時「假使佛化大興，中國必亂不已」。  

1921 年 11 月，太虛在杭撰寫了〈論梁潄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一文，對「出佛入儒」的梁氏批評自己「人間佛化」運動的觀點，

展開了正面回應。太虛首先盛讚梁著為「近年有新文化運動以來第

一之傑作也」。他深感，「新文化運動」完全可以與自己所推行的「佛

                                                        
2 參見《我的自學小史》，《梁漱溟全集》第 2 卷，第 6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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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運動」相互並進。因此，一讀罷梁著，太虛就迅即作出評論。 

太虛對梁著的回應，其實是對「新文化運動」後期關於東西方

文化論爭的佛教式回應。「出佛入儒」的梁潄溟，在其《東西方文化

及其哲學》一書中，以「生活意欲」為基準，判分西洋文化、中華

文化與印度文化，認為這三種文化分別代表人類生活意欲的三種進

向，西洋文化屬於「向前求進」，中華文化屬於「自為、處中而求調

適」，而印度文化則「反身而求解脫」。太虛著力於把梁氏對東西文

化的評判，納歸於倡導「佛化」運動的立場加以考量。其中的關鍵

是，如何對待佛法思想系統地實現於人世？這其實即是佛化人間如

何充分展開問題。太虛認為，梁氏對整個佛教缺乏一種系統而發展

的觀念。他說： 

梁君視佛法但為三乘的共法，前遺五乘的共法，後遺大乘的

不共法，故劃然以為佛法猶未能適用於今世，且慮反以延長

人世之禍亂，乃決意排斥之。其理由，蓋謂東方人民猶未能

戰勝天行，當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質之障礙；西洋人民猶未能

得嘗人生之真味，當用中華化以融洽自然之樂趣。待物質之

障礙盡而人生之真味深，乃能覺悟到與生活俱有的無常之

苦，以求根本的解脫生活，於是代表印度化的佛法，始為人

生唯一之需要。若現時則僅為少數處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

一般人之所能也。故對於特殊人的個人之學佛雖或贊成，而

對於向一般人提倡，必力反對之。＂3 

據太虛所見，梁潄溟雖然承認佛法的獨特功用，但不切於當今

的人世實際，不宜提倡佛化世間的普世佛教。修學佛法僅為少數人

所特殊需要的「精神產品」，絕大多數人還應致力於開發物質生產、

消除物質障礙、豐富物質生活為要務。所以，梁氏認定修學「佛法」

是貴族化的追求，非為世間普通百姓所適用。但在太虛看來，整個

佛法系統具有五乘共法、三乘共法以及大乘不共法的不同分屬，梁

                                                        
3 太虛：《評梁潄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太虛大師全書》第 50 冊，香港佛學書 

  局印行本，第 3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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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僅見以「解脫生死」為宗教理想的三乘共法，卻未見以「五戒十

善」為修行中心的五乘共法，更無視於以「常樂我淨」四德為終極

旨趣的大乘不共法。如果完整而全面地考察佛法系統，不僅梁氏排

斥「佛化」的偏頗之論不能成立，而且更可發現「佛化」運動的必

需與可行。 

太虛認為，當今之世正是全面推行佛化運動的大好時機。他依

據佛法對世間的評判，明確指出： 

餘則視今為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一則菩提所緣，緣苦眾

生，今正五濁惡世之焦點故。二則全地球人類皆已被西洋化

同化，外馳之極，反之以究其內情。下者，可漸之以五乘的

佛法，除惡行善，以增進人世之福樂；中者，可漸之以三乘

的共佛法，斷妄證真以解脫人生之苦惱；上者，可頓之以大

乘的不共法，即人而佛以圓滿人性之妙覺故。而對於中國，

排斥混沌為本的孔老化，受用西洋的科學，同時即施行完全

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則鬼神之迷信破故。若對西洋，則

直順時機以施行完全的佛化可也。余所謂完全的佛法，亦未

嘗不以三乘的共佛法為中堅，但前不遺五乘的共法，後不遺

大乘的不共佛法耳。4 

太虛相信，他本人與梁潄溟一樣，都期許著人世的安樂福足，

但太虛決不認同於梁氏所提出的進達路向，即排斥佛法、攝受歐化、

提倡孔學，而是主張堅持以三乘共佛法為核心，通過昌明五乘共佛

法、結合大乘不共佛法，才能真正實現。世間佛化運動的展開，有

其相應的層次性，決不能固執於一隅之見，專注於三乘共法，而漠

視於以五乘法為基礎的人乘佛化的道德普適性，以及大乘佛教不共

法所標明的人性圓覺的精神理想。 

太虛與梁潄溟的文化對話，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傳統儒佛之辯的

現代延續，但究其實質而言，卻更可說是對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的

命運和前途問題的審察與思考。就太虛倡導的「佛化中國」主張而

                                                        
4 太虛：《評梁潄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同上，第 304－ 3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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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它所關注的核心內容，正是傳統佛教如何應對於時代思潮的現

實變遷，從而作出佛教弘化的一種具有「現代性」回應。這表明中

國歷史上傳統儒佛之辯在現代語境下的現實轉向。太虛正是基於對

時代思潮的密切關注與深刻體察，從理論上開始探索以「人生佛教」

或「人間佛教」為主題的「佛化」運動。 

此後，太虛還借回應人生觀論戰之機，進一步回應「出佛入儒者」

梁潄溟的抨擊。當時文化知識界對佛法的態度，益趨多元而混雜，

如梁潄溟等已「出佛入儒」，並對東方文化的探討轉向新的闡釋視

域。如果不能從佛教本位的立場對佛法系統作出適應時代文化心理

的理論闡釋，必將對佛教弘化產生制約性的現實影響。在太虛看來，

梁潄溟對佛化運動的抨擊，已經從感性化的佛學取向進入文化國粹

論的思考立場。  

二、熊十力「理性化」佛學取向及其評判 

熊十力早歲投身社會改革的理想志業時，即關注哲理思潮之研

討。因其長兄好信佛教，想必少年熊十力對於佛教並不陌生。民國

初年，近代華嚴宗的代表僧人釋月霞（1857-1917，俗姓胡，名顯珠，

湖北黃岡人），自江南還武昌講經弘法，熊十力還曾前往拜見這位同

鄉 和 尚 。 順 便 提 一 下 ， 馬 一 浮 也 與 在 杭 州 創 辦 中 華 佛 教 大 學

（1915-1917）的釋月霞有過交往。 

除上述因緣外，以建立宗教論這一革命性主張而著稱一時的章

太炎，盛倡佛教相宗之學，對熊十力的佛教判識亦有着相當影響。

熊氏初研佛學，可說「大都是依傍章太炎的學說。」在其早年著論

《心書》中，熊十力的研佛立場，大致一是以哲理視佛法，大加賞

識讚歎，認為「古今言哲理者，最精莫如佛，而教外別傳之旨尤為

卓絕。」
5二是崇信佛教輪迴之論，基本認信此為全部佛法根基之所

在，並嘗引稱「學佛者當自信輪迴，此處信不及，則佛之教義全盤

                                                        
5 熊十力：《問津學會啟》，《心書》，中華書局 1985年，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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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6當然，我們也不能認為熊十力完全歸心佛教。此誠如蔡元

培〈熊子真心書序〉稱，此作「貫通百家，融會儒佛，其究也乃欲

以老氏清淨寡欲之旨，養至大至剛之氣。」7除章太炎的佛教思想影

響外，此時的熊十力也相當關注梁漱溟〈究元決疑論〉中「比合佛

旨，融相入性」的佛學思考，並從天津致信任教於北大的梁漱溟，

承認以前對佛教的謬見 8。熊於 1919 年暑假至北京掛單廣化寺，常與

梁把晤快談。 

熊十力於 1920 年經梁漱溟介紹，赴南京隨歐陽竟無（熊尊之為

宜黃大師）研習大乘唯識學。熊十力學佛的動因是欲「認清中國何

以停滯不進」，尋找解釋的道理，以「導人群以正見」。梁漱溟同樣

如此，這也是熊、梁研佛以釋文化的共同識見。 

歐陽竟無主持下金陵刻經處時為世人所公認的唯識學重鎮。民

國初期的唯識學中興現象，無疑打開了佛教思想與時代思潮對話的

新視界。熊十力隨歐陽漸研習法相唯識三年。豈料事與願違，熊十

力於佛教唯識學經歷數年苦功後，結果卻對佛教唯識學中種種問題

一一批評，自創了《新唯識論》體系。不僅因此而與新創建的支那

內學院諸師友反目，而且也招致了佛教界的強烈批評。釋太虛即是

其中的代表僧人。 

據熊十力自序稱，其撰《新唯識論》「實宗護法」。但依太虛心

目中的佛學系統而言，熊氏其實是由不滿佛教的性寂說，於空宗的

「以有空義故，一切法得成」處，觸悟儒門易經生生不已之精神，

證會儒家的萬物一體的仁學。所以，熊十力關於世間法，批評佛教

畢竟是出世的人生觀。於此性體(本體)無生而生之真機不曾領會，乃

但見為空寂而已。他說，佛家「只是欲遏生化以實現其出世的理想」、

「佛家原期盡一切情見，然彼於無意中，始有一情見存在，即出世

                                                        
6 熊十力：《張翊辰李專遺事》，《心書》，第 26頁。 
7 蔡元培：《熊子真心書序》，《心書》，第 3頁。 
8 梁漱溟在《究元決疑論》提到熊十力之謗佛語稱：“此土凡夫熊升恒雲：‘佛道了盡空無，使
人流蕩失守，未能解縛，先自逾閑，其害不可勝言。’”《梁漱溟全集》第 1 卷，山東人民出版

社 1989年版，第 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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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念。」佛家所謂出世是「鄙夷生類，堅持惡根」，明顯有其非人

生的傾向。而儒家則「尊生而不溺寂」，故鼓勵人日新盛德，參天化

育。儘管，只求自了生死為小乘佛家言，大乘菩薩道也是誓願不捨

眾生、不捨世間。但這並不改變整體佛法的出世取向，佛教畢竟以

了生脫死為其終極歸趣。 

總體而言，熊十力對佛教出世法的判別，乃是基於傳統儒家對

佛教批評的立場，與宋儒批辟佛教一脈相承。在當時的佛學界看來，

熊十力對佛學的理解固然有其獨特之處，但多少有著以偏概全的傾

向，更不是真正闡揚佛法。1932 年，歷經十餘年凝思的《新唯識論》

之甲《境論》印行。太虛法師即於年底在廈門撰寫了《略評新唯識

論》一文。 

依太虛之見，熊氏之《新唯識論》，「本禪宗而尚宋明儒學，斟

酌性、台、賢、密、孔、孟、老、莊，而隱摭及數論、進化論、創

化論之義，殆成一新賢首學；對於護法、窺基之唯識學亦有一蹴而

踣之概。」9 

太虛明確表達了己對熊著的批評立場，「余宗佛法全體而不主一

宗一學⋯⋯今評熊論之掊擊唯識，皆宗佛法全體立言，非主一宗一

學而建議。唯識是熊君才出境論，其量論既未刊發，即不能盡知其

意趣；故今亦祗就大端略評之，未暇詳焉。」
10 

太虛對全體大乘佛法的總判攝，大體以般若、唯識、真如三宗

之學。准此而論，熊十力的《新唯識論》，則「為欲悟諸究玄學者，

令知實體非是離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識所行境界，唯是反求實證

相應故。」據此語，太虛判《新唯識論》屬「真如宗」，「以彼所計

『實體』，即指『真如性』故，宗在直明直證真如性故。」既然以真

如法性為宗歸，卻以「唯識論」為題，顯然以為認同於護法、窺基

之唯識學，其實決非如此，故犯有「不應理」之過。11 

                                                        
9 太虛：《略評新唯識論》，《太虛大師全集》第 49冊，第 144頁。此文後編入商務印書館印行 
  之《法相唯識學》中。 
10 太虛：《略評新唯識論》，《太虛大師全集》第 49冊，第 145頁。  
11 太虛：《略評新唯識論》，《太虛大師全集》第 49冊，第 147頁。 



                                                  儒佛交涉的現代展開與人間佛教思潮 

  

 45

太虛進一步申論稱，護法、窺基之唯識學並不完全。因其唯識

論即是「唯習論」，亦即是「唯行論」：「於事無性，唯事於習故。種

姓有無，據行性辨故。且據熊論，豈但唯識學立，即空慧學亦立。」

據此，太虛更進一步得出結論，稱熊氏之「唯識論」之名未能充分

成立，從而全盤否定了熊十力的新創「唯識論」。 

太虛指出，「熊論殆未知其說種、說現、說八識、說心所、說諸

分，皆為說緣生幻相而非言實體，而實體則顯於言外；此猶烘雲托

月，但畫雲而不畫月，原異於熊論直斥實體之畫月。」12 

太虛評論熊著《新唯識論》涉及的佛理問題較多，此非為本文

論述重點。在此強調指出的是，熊十力以理性化的所展現的佛法批

評，太虛往往將之歸於「新創之說」，其實並不切實於佛法的義理體

系。 

熊十力刊行《新唯識論》語文本後，太虛又迅速撰寫了〈新唯

識論語文本再略評〉短文。文中再次重複了熊氏之《新唯識論》，依

太虛心目中的佛學系統，應當名之為「真心論」，不應題名「唯識論」。

其要點了乃是修正了前文中許之為禪的論斷。太虛的結論則是，「要

之，大乘三宗，雖據點不同，各成殊勝方便，而互遍互容，實無欠

無餘。熊論對唯識與性空兩宗，妄肆誹撥，適見其於兩宗均未圓徹

耳。」
13 

太虛之評熊十力《新唯識論》與評論梁漱溟《東西方文化與哲

學》一樣，同時反省傳統佛法如何與現代社會及其思潮現象相會通

問題。對於中國佛教傳統而言，則是如何更契理契機地調適於時代

人心的問題。既然出佛入儒的梁、熊等人一同借佛理以闡述儒家思

想，佛教界有識之士更應責無旁貸地作出自身的回應。 

三、馬一浮「知性化」佛學取向及其儒佛關係論  

馬一浮早在民國之前，就已留心佛法。負笈北美期間，與謝無

                                                        
12太虛：《略評新唯識論》，《太虛大師全集》第 49冊，第 159頁。 
13太虛：《新唯識論語文本再略評》，《太虛大師全集》第 49冊，第 1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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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1885－1963）等人仍保持密切聯絡，詢問國內佛教的現實環境，

索《楞嚴經》等佛書，並通讀了日本佛教學者村上專精所撰的《佛

教原理論》。留美返國後，不僅仍與謝無量等人保持經常性的聯絡，

而且還關注佛教最新進展，留心佛門弘化活動。1908 年，謝無量曾

為馬一浮寄上淨土諸經論。此前，楊文會在南京創設新式佛教學堂

──祗洹精舍，曾延請馬一浮前往任教。諦閑法師在寧波開講《法

華經》，馬一浮亦曾發心前往聽經。這段時間，馬一浮對佛法的性好，

主要體現為對佛法教理的追求。 

馬一浮的佛法參學，主要集中於民國初期，特別集中於 1914 年

至 1918 年凡五年時間。這段時期，馬一浮不僅研閱大量佛典，且表

現出由教入禪、由禪歸淨而注重律學的佛學取向。馬一浮轉歸學佛

的知性活動，不僅對李叔同出家修學佛法的個人選擇有著重要影

響，還形成了他本人日後融會儒佛的知性化佛學取向。 

民國初年，馬一浮得識在杭州海潮寺續辦「中華佛教華嚴大學」

的月霞法師。馬一浮對月霞法師持守「沙門不禮王者」的僧品，甚

為敬重。他在月霞法師的影響下，一度專注於華嚴宗經論的研讀。 

馬一浮不僅本人潛心精研佛學，他還發起創設佛教義學的民間

組織。1914 年，他倡議諸同道者在杭州成立「般若會」，自發組建一

個民間性的佛學研究組織。般若會的組織性質突出強調了佛學研究

的「民間性」、「自發性」。其活動之開展、組織之設制及社會之影響

諸方面，都不同於民初佛教組織肈設時期的其他居士佛學組織機

構，而是完全出於對佛法般若智慧的個己化性好。對此，馬一浮晚

年尚稱：「余遊心大乘，篤好般若」14 

馬一浮學佛之始，因受華嚴名家月霞法師之影響，於教門、特

別是華嚴義學用力較多，自謂「看教而疑禪，尚未知棒喝下事」，對

參禪宗門尚未見在。除華嚴外，馬一浮還因受近代天臺宗名僧釋諦

閑（1858-1932）的弘法影響，對天臺止觀法門有所體認。可以說，

此時的馬一浮大體專注於華嚴、天臺教學義理的知性探求。他曾撰

                                                        
14 馬一浮：〈四論序寫本跋〉(1950年)，《馬一浮集》第 2冊，第 1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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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數鈎玄》五卷，依據《阿含經》、《法華經》、《華嚴經》、《圓覺

經》、《楞伽經》等大小乘佛典，以及《天臺四教儀》、《法華文句》、

《法華玄義》、《金光明經文句記》、《法界次第法門》等中土論著，

對佛家名相進行了撮要釋解，這使我們自然聯想到馬一浮友人熊十

力於 1936 年於杭州撰成的《佛家名相通釋》兩卷。熊著上卷依據《五

蘊論》，綜述法相體系；卷下則依據《百法明門論》等，綜述唯識體

系，專注於法相唯識學的名相解釋。因此，就內容與旨趣而言，馬

一浮的《法數鈎玄》與熊十力所撰《佛家名相通釋》，有著較大區別。

馬一浮依據佛典要籍，著意於佛家教理名相的簡釋，而非有心於稱

性自意發揮。這反映了馬一浮著重於佛教名相的經典理據，通過返

源於佛典經論而加深自己對佛法義理的準確理解。 

  馬一浮身為傳統儒者，他對佛學的深造，主要致力於援佛入儒

而儒佛會通。早在 1918 年，因同鄉蔣再唐頗好佛教義學，馬一浮曾

與之辯論儒佛異同。其後，馬一浮更是致力於儒佛會解及佛法知性

的話語轉換，這具體表現為在「知性佛學」基礎上進行儒佛之間的

通會與契接。他明察到佛教義學相對於傳統儒學的殊勝之處。進入

20 年代後，馬一浮在對佛法知見有了深入領會後，開始嘗試引禪佛

入儒解道的知性化嘗試。這成為馬一浮對傳統佛法加以會通闡釋的

顯著特點。 

   從 20 年代到 30 年代，直至抗戰爆發流亡離浙入川前，凡十餘

年間，馬一浮除與寺佛們往返酬對而外，撰寫了許多佛教文字。馬

一浮援佛解儒、儒佛配解，集中體現其會通禪佛以析解儒道的知性

化取向。這一取向，早在馬一浮撰著《童蒙箴》中，他就明確表達

出儒、佛、禪、道互通配解的意向。如他說：「何名為儒？動靜一如。

何名為佛？不留一物。」“「名是禪？息慮忘緣；如何是道？切莫

顛倒。禪不可傳，道不可道，開口便非，動步即到」。他不僅禪道配

解，而且還特別注重以天臺性具法門及性修不二等義理，來闡述儒

佛同詮。如說：「性具萬德，統之以仁；修德用敬，都攝六根。顏曾

所示，道義之門。性修不二，儒佛一真。同得同證，無我無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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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垂教，有實有權，有小有大，有偏有圓」。「戒定慧三，佛根本學。

法界一性，理事不二。此猶義解，門庭設施」。「不立一法，不設一

法，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等等。15 

據前所述，自在杭州創建「般若會」開始，馬一浮即開始表現

出以儒佛配解同詮的知性化佛學取向。其會解儒佛禪道，以華嚴、

天臺與禪學為主導立場，依據《華嚴經》、《法華經》及《大乘起信

論》等佛教經論，對《大學》、《周易》等儒典進行配解。馬一浮注

重對佛教名相的儒佛闡釋，並撰有多部相關著述，如《大學玄疏》、

《三易略義》等，這在民國時期的居士佛學中不多見。在 30 年代後，

馬一浮開始全面闡釋自己對儒家之學的解讀，同樣可以看出他對佛

法義理的充分吸納。不僅如此，馬一浮還從《華嚴》經旨中悟到治

印之藝境。他說：「吾於《華嚴》悟刻印之道。《華嚴》家有要語二，

曰『行布不礙圓融，圓融不礙行布』。刻印之道盡此矣。」16從某種

意義上說，浮對中國佛法的知性化探求，是其持續一生的知識活動。 

總之，馬一浮不僅組織了般若學會，而且還與杭州禪僧的密切

交往，逐步完善對佛法、禪法的理解，並更進一步確立其研習佛法

的「知性化」取向。這種取向，使馬一浮基於《大乘起信論》等中

國化佛典，關注以禪宗、華嚴宗為代表的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析取，

並設法將之融入到儒家經學義旨及道家義理的配解同詮中。不過，

這種專注於探求佛法的知性化取向，同時也存在著過於學理化及個

體化的特徵，從而限制了馬一浮對佛法實踐性修持的理解。 

四、「佛體儒用」與中華文化復興 

梁潄溟等人在其比較視野下的世界文化觀中，由於對佛法系統

缺乏整全的考察，或多或少地對把佛教人生觀框定於「反身消滅」，

使人們誤認為佛教是以滅絕人生世界為宗教目標。這同時也可以說

是許多人的共同判識。佛法是崇尚死靜的生活、否定現世以求人生

                                                        
15 馬一浮：《童蒙箴》，《馬一浮集》第 1 冊，第 723 至 724 頁。  
16 馬一浮：〈題馬千里印冊〉，《馬一浮集》第 2 冊，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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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寂滅，因而完全不同於儒家肯定現世、追求人生自我目標的價值

現實。傳統儒家及其蛻化形態，既然如此強調對生命現世價值的肯

認，全力抨擊佛教以「出世」為導向的生命價值觀，又為何難以脫

逃於被時代所揚棄的命運？佛教如何從社會文化思潮多元化的語境

下，走出歷史與時代的雙重困局？所有這些追問，都是當時佛教界，

特別是太虛等人以人間或人生為導向的新佛化運動，所應該回答的

論題。 

作為傳統儒佛之辯的現代延續，太虛佛化運動的現實困難之一是

孔教化思潮。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導旗幟是「打倒孔

家店」，明確表達了全面清算復古派「尊孔興教」的反擊立場。太虛

敏銳地注意到，以「科學理性」相號召的新文化運動，對包括佛教

在內的所有「宗教」斥為「迷信」的反教傾向，極可能成為建構「佛

化」社會的現實屏障。另外，中國傳統佛教近千年來「山林化」、「死

寂化」的避世修行，亦使佛教僧徒普遍缺乏進入社會的切實路徑。

加之南北對峙的政治危局，廣大民生的困頓境況，無不令滿懷慈悲

天下蒼生的僧人良知的太虛法師，利用一切時機，嘗試推行佛教救

世的所有努力。1925 年，太虛甚至上書段祺瑞，請求「擷華夏之文

化，體佛用儒；應世界之思潮，斟今酌古」，提醒北洋政府關注佛教

文化在重建社會道德良知中的濟助之用，並對為學、立行、施政三

事，提出了具體建議：「為學當以正覺為標的，立行當以仁慈為根本，

施政當以利便為準繩」，表達了以佛化人生與儒家道德並進而行的見

解，以消除思想界的種種紛爭。太虛認為，「比來之言學者，衒奇說

以自高，失其忠實之真知；矜偏曲以相競，亂其公平之達見。」17試

圖把「真知」、「達見」落歸於「體佛用儒」，並進達於天下安寧的治

世理想。事實證明，這種上書請願之舉，除了表白太虛作為佛教徒

的社會良知外，對於現世治安，並無切實效用。 

儘管如此，孔家儒化與大乘佛化並舉而行的識見，卻成為太虛此

時的一種固執見解。在與德人衛禮賢的通信中，他再次提出，孔家

                                                        
17 太虛：〈複段執政書〉，《太虛大師全書》第 51 冊，第 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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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化與大乘佛化的觀點，雖在普適範圍上全然不同，儒化僅限於人

群，而大乘佛化則遍及於法界眾生；前者局於此世人倫，而後者則

透達三世，更為平等而普世化。但在實際施行中，人倫儒化與大乘

佛化，二者並舉而行，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太虛之所以如此強調大乘佛化與人倫儒化的並行，主要是基於佛

教中國化的歷史演進而復興中華文化的考慮。這正如他積極回應於

新文化運動的原初動機，旨在推行其有別於禳災、祈福、拜像、諷

經的舊佛化形式的「新佛化運動」。這種社會化進路，必然要求把佛

教納歸於一種文化思潮的平等取向。很明顯，與“出世＂成佛、修

證解脫的傳統佛教實踐相比較，太虛面對社會文化的佛化主張，當

然有著相當大的距離。 

1935 年春，張君勱等十位教授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中

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引發了一場中國文化前途的思潮論戰。

作為一直關注社會思潮進展的佛教僧人，太虛自始至終都關注這場

論戰，並較為充分地表達了自己的不同意見。太虛注意到，談論中

國文化建設的各派學者，無論其對象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還是

談論當代世界文化，都迴避了中國化的佛教文化，或瞠目無睹，或

語焉未切，都不能正視佛教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因此，他

撰寫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略評〉、〈提供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怎

樣來建設現代中國的文化〉等文，對於傳統佛教在中國文化重建中

價值與地位，展開了獨標一格的闡論。 

太虛指出，佛法在中國文化重建的作用，取決於二大理由：一

是中國佛法發展最為完備，二是佛法在中國流傳既廣，且影響中國

文化達二千年之久，已經普遍深入到廣大民眾文化心理之中，流貫

成為國民的精神要素。因此，必須充分挖掘出佛教文獻中的佛法精

義，使之貫注國民思想、信仰、行為之中。從現實效應而言，重視

佛教在文化建設的作用與地位，可以促進中華民族的融合與團結，

進而通過佛教文化的紐帶，達成東南亞民族大聯合、大團結。視大

乘佛法為融攝世俗文化思潮的工具，這種「佛教文化融攝論」，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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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以佛教重建現代中國文化的立足點。 

太虛認為，與其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倒不如改稱「現

代中國文化建設」。因為一言「本位」，容易落歸於宋儒窠臼。這說

明太虛對文化界自由知識份子的文化建設主張有其不同的評判。太

虛不只是停留於強調「中國本位」，而是更關注文化建設的「現代意

識」。這種綜攝性的文化重建觀念，反映了佛教新僧們力主參與社會

文化建設的內在需求。 

太虛主張，討論「現代中國文化」建設問題，應該立足於「現

代」，必須綜合中國地理環境、民族性格、社會組織諸多因素。他提

醒參與建設中國文化運動論戰中的學者們，要特別注意佛教文化在

團結、融合佛化民族的現實作用，以及融攝並創造世界新文化的可

能性。並具體提出以三民主義為中樞，以大乘佛法為紐帶，如果推

行儒化（宋明理學化）之舊途徑，或選擇全盤西化（歐化），則內無

以化合蒙、藏等佛化民族，外則無以聯合日本、印度，有爭鬥而無

融攝創造之可能。因此，「在革命救國救世的三民主義中國文化建設

中，佛法可為其最偉大的精神動力。」18 

依太虛之見，時代正處國難當頭、民不聊生之際，中華民族喪

失了文化的重心。從歷史上看，自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來，周

孔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民族的文化重心。所謂「理學」，其實就是外儒

內釋或外儒內道的結晶品。再建中國民族文化的重心，太虛明確指

出，其一，「新儒家」不能演變成民族文化的重心。這裏的「新儒家」，

是指由吸收西洋學術、工業文明所構成的現代儒家學術文化及其思

想形態。相對於一般專主恢復固有文化者，如晚年康有為「孔教論」，

太虛承認「新儒家」體系自有其高明之處。但應該看到的是，基於

宋明理學的新儒家體系，其所維繫的社會根源，是以宗法、家族制

度為基礎的，而儒家文化的特點，即在以家族為中心的倫理道德，

所以能夠與家族制度為中心的社會結構相調適。這一點，從唐宋佛

                                                        
18 太虛：《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 1935 年），《全書》第 40 冊，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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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僧民寺院儒化的大家族意味中，同樣可以看出。但現在的中國，「已

成為與今歐、美等各國國家來往的一國，政治制度、教育制度乃至

經濟制度，時時在劇變適應之中。現代國家是合全民族力量所成的

戰鬥團體，中國如果不改變舊的形象，就不能具備現代國家的條件，

不配加入現代世界中。蓋自產業革命的結果，經濟上已變成資本主

義的社會；城市的發達，財富的集增，工商業的興盛和擴大，帝國

主義之向外侵略，在在對於吾族文化的本身有絕大威脅，迥非宋明

時代所能比擬！」19 

1942 年 7 月，太虛又就馮友蘭的相繼完成的《貞元三書》，特別

是其中的新理學體系指出了尖銳批評。他指出馮氏的「新理學」體

系，先是有孔孟攝取佛學成為宋儒理學，今再攝取希臘到近代歐洲

哲學而成為新理學。太虛明稱，就時代文化精神而論，與其偏好於

程朱理學，倒不如傾向於陸王心學、老莊道學。因為，「陸、王、老、

莊皆已超人入天，過此則出世佛法矣。佛法通世出世間，世間法或

共道、儒、哲、科，出世法則不共。」
20這完全是傳統佛儒之辯的舊

套路。 

在文化重建論的宣導下，馬一浮在四川樂山烏龍寺創辦複性書

院，梁潄溟在重慶主持勉仁書院，張君勱在雲南大理主持民族文化

書院，以復興儒家思想而回應「新道德文化」運動，儒家思想的復

興無疑成為民間文化復興運動的主力軍。更為重要的是，在 30 年代

後期，儒家思想被視為中國文化重建的「源頭活水」，這對太虛「人

生佛教」理論建構，無疑提出了時代思想的挑戰。如何回應儒家思

想的新開展，必須重新審察佛教在傳統文化中的處境，特別是佛教

弘化在現實文化思潮的處境。身為新佛化運動的倡導者與力行者，

太虛真切體會到佛教入世的諸多障礙。這些障礙，既是歷史的，更

是現實的；既是觀念的，更是實踐的；既是文化的，更是政治的。

                                                        
19 太虛：《佛教最要的一法與中國急需的一事》，《全書》第 40 冊，第 168－ 169

頁。  
20 太虛：《貞元三書簡評上》（ 1942 年 7 月），《全書》第 50 冊，第 3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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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虛既不滿於儒家思想的新「正統」地位，同時力主改造傳統佛

教思想的因倡導「出世性」而在中國社會文化所處的「旁宗」地位，

這是 20 世紀人間佛教思潮的現實處境。 

五、結 語 

人間佛教作為 20 世紀中國文化的一種思潮現象，與儒家思潮之

間的思想淵源，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20 世紀初儒佛關係的展

開形態，除佛教契機弘化的調適轉型之外，還與儒家思想闡釋的「現

代性」之間存在著密切的思想文化關聯。馬一浮、熊十力、梁漱溟

等人此時對佛法的不同取向，都使正處於轉型中的佛教僧人作出相

應回應，並從中表現出有別於傳統儒家「學佛以知儒」與「學儒以

知佛」的思想形態，客觀上刺激了佛教弘化從傳統「山林佛教」到

人間佛教的轉向，使之更致力於制度層面與日常生活層面的落實。

至於人間佛教思潮對現代新儒家們的思想影響，則體現為把「宗教

性」全權納歸於佛教。而人間佛教思潮巨擘太虛法師既不滿於儒家

思想的新「正統」地位，同時力主改造傳統佛教思想的因倡導「出

世性」而在中國社會文化所處的「旁宗」地位，這成為 20 世紀人間

佛教思潮的一個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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